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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的

思考、实践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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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２．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情怀并注重从历史中探寻经验智慧的人。在革命的各阶段，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教训
进行了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如何“决不当李自成”，实施了一系列举措，这包括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坚决清理

扫除残敌等。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的思考启示我们：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保持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及正风肃纪、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统筹用好“两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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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情怀同时非常重视从历史中探寻经验智慧的人。在党的各个历史时刻，毛泽

东曾经多次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汲取明末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失败教训。特别是新中国即将建立的

时刻，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在“赶考”的路上“决不当李自成”，并且在进京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举

措，从而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稳固了建立的新政权。以史鉴今、以史启智。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的深刻警示”①。应当说，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的思考、实践在当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过去，学界对毛泽东“决不当李自成”的思考有一些阐释介绍性的文章，但对毛泽东在“决不当李自成”

上的具体实践归纳挖掘较少，也较缺乏在此基础上更深层的总结分析，本文拟在这些方面做进一步的

探讨。

一、毛泽东对李自成的长期关注和“决不当李自成”的思考

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农民领袖，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经攻陷北京、促使明朝灭亡，但

在进驻北京后，起义军却很快腐化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败亡，酿成历史悲剧（本文姑且概括其为“李自成

失败”），这引发人们深思。从年少起，毛泽东就关注到李自成这位农民起义领袖，在参加革命后的各个

历史时期，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都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同时提出要对其进行深刻镜鉴。

（一）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的初步思考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读私塾时，就爱看一些“杂书”，其中就有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书籍，而李

自成率领广大贫苦农民与封建统治集团作斗争、“均田免粮”的事迹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据史料记载，最早反映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进行思考是他１９２１年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作演讲
时，他向学生介绍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其中就包含李自成起义）的事迹，在对起义经验教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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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时指出，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①。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为学员授课时，再一次引用了“李自成失败”。在对“李自成失败”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既肯定了李

自成起义在历史上积极的一面，也指出了其败亡的主要缘由，即“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②。大革命失

败后，毛泽东拒绝瞿秋白等人的邀请，不到位于上海的党中央工作，“不住高楼大厦”，而是要“上山结交

绿林朋友”③，最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显然，这是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思考借鉴的结果。

１９２９年，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要与“李闯式的流寇主义”作斗争，因为这种“流寇主义”实际
上已经“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④。在这里，“流寇主义”主要是指李自成“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的

意思。

由上看出，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进行经验教训总结时，归纳了两个主要原因，即没有先进阶级或

组织的领导及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正是在这一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及“将支部建在连上”等理论。

（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的深入思考

日寇入侵中国后，在抗战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历史上有过很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最后都没有

成功，只有从思想上“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并且在全国各地广为建立根据地，“才能有利于长期支

持的游击战争”⑤。

１９４４年上半年，有两件事促使毛泽东更加关注李自成由胜利转向失败的历史教训。一件是阅读了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推荐、李健侯撰写的描述李自成起义事迹的《永昌演义》，另一件是阅读

了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史论。在认真阅读《永昌演义》后致信李鼎铭时，毛泽东表示《永昌演

义》如能按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将“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⑥。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９日，郭沫若撰写达２万字
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郭文”）的史论，主要是总结明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从兴到败的教

训，文章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发出。郭文发表后，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示将其印成单行

本并明确为党的整风文件之一。在毛泽东看来，李自成起义失败有多方面原因，但最为关键的是骄傲轻

敌，这曾为毛泽东多次提及。１９４４年４月，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讲演时指出，党的
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对此，全党同志“都要引为鉴戒”⑦。同年１１月，毛泽东致信郭
沫若时指出，李自成“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所以“一次又一次吃亏”，同时还提出如何才能避免今

后犯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⑧。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将对“李自成失败”的思考引入到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上来。１９４５年
７月初，当时毛泽东会见来延安访问商谈的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会见中，黄炎培一方面深信中共即将
在全国执政，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毛泽东说，纵览历史，始终是未能跳出“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的周

期率。显然，“李自成失败”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正是鉴于此，黄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从

而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对黄炎培的担忧，毛泽东给出了自信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

路，这“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⑨。毛泽东的回答反映了他对“李自成失败”更为深层次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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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的思考

在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时刻，如何防止“李自成失败”的发生，还

一直在毛泽东脑海中萦绕。鉴于此，毛泽东采取了一定的举措，这些举措代表了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

成”的思考，是对“李自成失败”乃至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深刻借鉴的结果。

一是提出“两个务必”。１９４９年春夏之际，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党在全国
范围内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他指出，由于胜

利，“党内的骄傲”等情绪，还有“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可能滋长起来①。可以看出，

毛泽东列举的“骄傲”“以功臣自居”等“情绪”都是李自成起义军到北京后曾有过的行为表现，毛泽东

认为这种情况也可能在党内发生，因此要做好预防。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显

然，“两个务必”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他对在延安时期阅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文及与黄

炎培进行“窑洞对话”等的后续思考或回应。

二是订立纪律规矩。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不仅告诫全党同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和艰苦奋斗，而且还强调要订立纪律规矩，增强纪律的严肃性。首先，高度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和严

肃性。１９４８年９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提出了“军
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②这一战略任务。在与身边卫士聊天时，毛泽东提醒他们要守纪

律，指出“谁也不准违犯纪律”③。其次，订立必要的纪律和规矩。一次在与中央和一些大区同志谈话

时，毛泽东说道，新中国马上快成立了，我们不能像李自成当初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约法几

章”最后付诸了行动，这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定下来的“六条规定”④。

三是开展警示教育。毛泽东不仅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

弹”的攻击，还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思想教育和指示开展警示教育工作。在和卫士长李银桥聊天时，他告

诫一定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⑤。北平解放后，在对解放军首批入城部队开展

教育时，他还指示大家排演观看《闯王进京》等节目⑥，告诫大家要以之为鉴。

二、“进京赶考”后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的实践探索

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由上看出，外在原因是其主观意识上的轻敌，而根源则在于其领导集

团的腐败。应当说，“李自成失败”给了中共很大的启迪。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进京赶考”之后，对

如何“不当李自成”、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展现了一名成熟政治家的作为和

担当。

（一）以身作则：带头自律树立良好作风，并告诫身边人及全党，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虽然“十分朴素”，能“与其下共甘苦”⑦，但是由于他不能约束众人、难

以“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⑧，从而导致整个起义军迅速腐化，这是最深刻的教训。用今天的话

讲，李自成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对此，毛泽东与李自成的表现浑然不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是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在亲友们看来，是拥有了很大权力权威的大人物。

寻求亲友帮助、依靠亲友提携，是人心理上的共通之处，毛泽东的亲友们亦如此。在当时，有一些亲友写

信给他（其中包括表兄文运昌和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期望予以推荐工作或安排来京工作，但毛泽东

没有答应他们。毛泽东认为，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己应当带头自律、不搞特殊化。为了让亲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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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界限，毛泽东定下了“三条规矩”①。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公私分明”，他以自己的行动

表现在全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毛泽东深知，自己要教育全党“决不当李自成”，那就必须首先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财政上是不宽裕的。鉴于此，毛泽东首先是严控自己开

支，尽可能地勤俭节约，以带动他人一起艰苦奋斗。在筹建政协会议之际，毛泽东身着补丁衣服见了张

澜等民主人士②，受到了在场人员的尊敬。毛泽东的饮食生活也非常简单，不讲究。对平时收受的礼

品，他一般都是嘱咐交公。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家规很严，不允许孩子们搞特殊③。毛泽东非常懂得上

行下效的道理，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树立廉政的风气。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
上明确提出要“提倡艰苦奋斗”④。同时，他讲了关于“酸菜”和“苹果”两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以此告诫

全党。

（二）扫除障碍：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保持清醒头脑，扫除威胁新政权的敌人

进入北京后，重敌在旁却浑然不觉、不思进取，只求“贪图享乐”，这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悲剧所

在。基于“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保持清醒头脑，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状态，去扫除威

胁新政权的所有敌人。

三大战役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奠定胜局，实现在军队力量对比上的优势，当时的目标是突破

长江天险，直捣国民党的首府———南京。但是，国民党一方抛出了“划江而治”的臆想，而当时的美苏两

国都曾力促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１９４８年底，国民党一方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面对斯大林等
人的暗示和施压，毛泽东于新年之际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不是要偏安

一隅，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⑤。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发起渡江
战役的决定，进一步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之后又乘胜追击，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继

续“进行清匪、反霸斗争”⑥，扫除这些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罪恶敌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首先是美国出兵朝鲜，之后，又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这

使得中国东北安全的重要屏障———东北亚燃起了战云。对历史十分熟知的毛泽东，联想到了李自成大

顺政权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而痛失关外，最后短时间内败亡的教训⑦，所以不能再犯这种颠覆性的

错误。正是因为此，毛泽东力排众议，在经历艰苦抉择后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在致信周恩来时

他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并强调，这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有利”⑧。应当

说，“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人的气势，自此，中国东北屏障安全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稳固。

（三）统一战线：明确要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作为农民领袖，李自成也是缺乏远见卓识的。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没有顾及崇祯的“和解政策”⑨

并与之达成一个民族统一战线，且“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瑏瑠。基于对李自成在这方面失败教训的思考，

毛泽东特别重视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具体体现如下。

首先，体现在对城市接管的政策上。党在全国逐渐取得胜利后，接管、建设好城市成为一项重要日

程。在此过程中，如何安排旧政府人员，是新政权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党和政府采取的是“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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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３页。
张文木：《再祭明亡甲申年———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３年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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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并“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①。应当说，改造和留用旧政权人员，是一项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的有效政策。一方面，有利于新旧政权的交接过渡；另一方面，还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在当时国民党旧政权中，不乏各类人才和有识之士，这恰恰是新中国建设所急需的。

其次，体现在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上。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广阔的胸襟和气度，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将就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问题进行商讨。在新政府中，一些非中共人士也被吸收担任领导干部。毛泽东还强调，一定要“打破

关门主义”②。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坦诚相见，党外民主人士才逐渐消除顾虑，从而积极拥护支持中共及

新中国建设伟业。

最后，体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等的团结上。１９５０年６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
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并指出，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必须处理好同各方面的关系，“要认真地、

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③。与民族资产阶级等建成统一战线，使得革命的力量更加强大，这对新生

政权的稳固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政策策略与李自成集团的“树敌太多”相比判若两重

境界。

众所周知，天平在两边砝码不断增减之前，是可能会来回摆荡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人的政治

态度仍存在摇摆不定的情况。毛泽东通过统一战线的举措，不仅赢得了工农大众这个“最大砝码”的支

持，而且也赢得更多中间进步力量的支持，从而使天平最终倒向了中共这一边。

（四）联系群众：强调不搞官僚主义，不脱离群众，牢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郭沫若曾讲到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只顾“在京城里面享乐”④。这实际上是严

重脱离了群众。对毛泽东来说，他深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革命时期，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最终夺取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决不能就此与群众分隔开来。

中共是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宗旨的，密切联系群众则是党的优良传统。从“进京赶考”的那个时刻

开始，毛泽东就非常注意尽量不要打扰群众的正常生活。当时，解放军在入城的三天后才举行入城仪

式。为了端正入城部队作风，在入城之前，军管会就“拟定了入城守则”，并普遍进行了“入城纪律教

育”⑤。严守纪律的人民解放军，受到北平人民的交口称赞。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不搞官僚主义，不脱离群众。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制
定了《共同纲领》，其中第十八条规定中国的所有机关，都应当要厉行廉洁朴素的“革命工作作风”，禁止

贪污和浪费，要“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⑥。在这么重要的文件中强调艰苦朴素，反对官僚

主义作风，显示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时，他再次明确提出要提
高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及形成“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⑦。

毛泽东还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１９５０年初，毛主席访苏回国途经东北三省时，对
当时各地接待中的浪费现象进行了批评。在哈尔滨，他还为松江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

僚主义作风”。在长春，毛泽东对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指出是“太脱离群众”。在沈

阳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他引用了李自成等人的典故尖锐指出：“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

成啊！”⑧

访苏后的东北之行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次重要调研，其反映的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毛泽东之所

以言辞“激烈”，不给这些“地方官员”面子，就是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奢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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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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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会侵蚀党和人民政府的肌肤、伤及新生政权，他希望通过“敲打”他们起到震慑作用。

（五）防患未然：为防止官员腐化，组织“三反”运动，处理张子善、刘青山等腐败分子

前面提到，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后，迅速腐败。正是因为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

特别提到有一些共产党人可能会“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①。正如毛泽东所料，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

国家机关中的贪腐现象便频频出现。

诚如树欲静而风不止，船欲稳而浪不停。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有一些共产党人就开始忘乎所以、

蜕化变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究竟何去何从、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成为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重要考验。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
进一步纠正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苗头。根据之前所揭示出来的贪腐问

题，毛泽东又及时部署了“三反”运动。对组织“三反”运动的初衷，毛泽东在相关讲话中指出，只有这

样，才能使很多党员避免“被资产阶级所腐蚀”，才能防止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预料的情况在现实中

发生②。

在“三反”运动中，不少领导干部被判处死刑。其中被毛泽东下决心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

中的典型，这两人都曾在枪林弹雨中立过功，但是在执政掌权担任主要领导干部以后，就开始蜕化变质，

贪污严重。当有人去为他们求情时，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

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挽救更多“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③。也就是说，只有处理他

们，才能让更多的干部不敢仿效去腐败，才能“不当李自成”。

（六）制度保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治经济制度，倡导建立人民群众来信等重要制度

如前所述，毛泽东曾评价李自成“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由于只是“暴动”，所以建立的政权还是

代表少数人，因此也难逃“兴亡忽焉”的历史命运。毛泽东在对“李自成失败”深度思考中认识到，封建

社会之所以不断更迭，在于其制度是代表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人民无法监督政府。而只有当维护最广

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真正建立起来，才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宿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制度进行了顶层设计，并突出了它的

“人民”属性。１９４８年９月，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强调，“各级政府都要
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④。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十二条则明确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⑤。综上，正如党的第三

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我国实现了几千年来由“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⑥。

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治制度的同时，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毛泽东还明确了确保

人民核心利益的经济制度解决方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全国性的土地改革，但是这时土地只是从

以前的地主私有改成了农民个人私有，仍存在土地再度集中的风险，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喊的口号就是

均田均贫富。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毛泽东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从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由之前的农民私有改变成国有和集体所有的

两种公有制形式，从而从制度上避免了土地私人化和大量集中现象的发生。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日，毛泽东在相关文件上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将之看成为“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有效方法⑦。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率先垂范，坚持亲自处理群众来信。

同时，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也尽量自己处理来信。信访工作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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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的一员，时刻把自己的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应当说，信访工作制度，是联系群众的重要制度，也是

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的重要体现。

三、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思考实践的现实启示

由上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决不当李自成”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从而巩固了新

生政权，在“进京赶考”路上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卷。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强
调“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

优异的答卷”①。那么，如何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实现党的长期执政，这

需要我们不断从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思考实践中得出更多的启迪和智慧。

（一）必须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毛泽东之所以对“李自成失败”这么关注，是因为它给人的启示经验教训最深刻。李自成和他的领

导集团成员中，除了极少数人如被猜忌遭误杀的李岩等头脑较清醒外，其他人都不懂得从历史兴衰中去

汲取教训，结果导致暴政、贪污腐化，其短期内走向败亡也是必然。如何避免在推翻旧统治者获得执政

地位后又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新的特权阶层，仍然是当前与今后一个重大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非常支持姚雪垠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其意义也就在此。从这点来看，毛泽东在革

命时期对李自成的长期关注和对“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

成”的实践探索，无疑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政治遗产。能否很好地继承这份遗产并将之运用好，无

疑事关中国共产党是否长期执政以及长兴不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每到历史关头，我们党都会总结自己的历史，并从中

汲取智慧，从而更好地把握历史主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从严治吏和党史上的

从严管党治党经验基础上，提出和实施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从而管住了过去想管但管不住的一些问

题，因此也办成了过去想办而办不成的一些大事。在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推动“四史”学习、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其目的也在于继续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智慧，从而为今天的治国理

政所用。

（二）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能穿透百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历史风云。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他战略家思维的反映。历史曾经证实了毛泽东的预判，比如在革命即将胜利的

时候，他就预测部分人会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去遏制。又如毛泽东曾担心

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权会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这一点后来在苏联和东欧也得到了验证。对毛

泽东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及其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一定程度地去

防患未然。

越是赢得胜利的时候，越要告诫自己居安思危。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了全体党

员干部要保持赶考的心态。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发出告示，强调要时刻警惕我们的

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②，这充分

显示了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应当说，在当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在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中，

“黑天鹅”“灰犀牛”等现象是随时存在的，我们要始终警醒自己，及时化解问题，坚持自我革新，永葆青

春常态，始终做到防患于未然，万无一失。

（三）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应当说，正是依靠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来到延安访问，当时毛泽东正是用自己种的菜和延安老乡养的鸡所做饭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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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４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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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他。通过将延安与南京政府的招待宴席相比较，陈嘉庚断言将来“得天下者，共产党也！”①。密切

联系群众、军民鱼水情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因工作需要，中央机关大部分都搬进了

中南海办公，但毛泽东却从不进故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时时告诫自己“不当李自成”、不脱离群众

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还形象地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强调党员干部不要与群众产生隔

阂，始终明白“鱼离不开水”②的道理。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所有这

些真知灼见，都是对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人民观点的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无

论什么时候，“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③。新征程中，只有始终保持党同群众的鱼水关

系和血肉联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才能为长期执政奠定基础，

才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坚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奥妙所在。在各个历史时期，加

强作风和纪律建设是党取得成果的重要保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区别于旧军

队的重要标志。１９４４年７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来到延安，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他和观
察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好像在一个不同国度“遇见了不同的人民”④。这些“不同的人民”，就是

用铁的纪律、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所“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他的军队。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在进入

大城市北京、上海时也都有体现。例如，攻克上海后，数十万解放军露宿街头。正是有了这种优良作风，

许多人才愿意选择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决定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正风肃纪高度重视，努力使这种优良传统在全党传承。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先后颁布实施。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央六项禁令中有三项恰
好就对应在西柏坡制定的六项规定中的“不送礼”。为了更好地依规治党，中央还三次修订《中国共产

党纪律工作条例》，并正式形成了六个方面的纪律。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三个务

必”⑤。从“六条规定”到新时代的中央八项规定，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反映的是党重视作风纪

律建设的优良传统。如今，时代又给出了新的考题，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必须一如既往地重视正

风肃纪，才能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好的答卷。

（五）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查出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主张予

以严刑，反映了毛泽东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坚决果断。事实证明，“三反”“五反”运动有效地遏制了当时

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并且长时期发挥作用，使得党内腐败现象得到遏制。毛泽东在这些案件

的处理上，既有深谋远虑的一面，也有雷厉风行的一面。他很清楚地认为，腐败分子是“叛徒和毒虫”，

“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必须要彻底干净地进行肃清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管党治党战略全局，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坚持重拳出击，处理了一大批害群之马。“打虎”“拍蝇”

“猎狐”，党中央严肃查处了一批已经腐化变质的领导干部和重大案件，迎来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

利态势。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的土壤、制度不完善、物质世界对人性的诱惑腐蚀还依然客

观存在，每一名党员干部实际上都面临着党性与人品的严峻考验。压倒性胜利并不断巩固将是一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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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十八大以来党的组织工作言论集》，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５页。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６页。
习近平：《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参考资料（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８３页。
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５页。



第２８卷 刘海飞，等：毛泽东对“决不当李自成”的思考、实践及其启示

锯战，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才能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

使党永葆生机活力创造前提基础。

（六）统筹用好“两个答案”破解历史周期率

从党的十八大上任总书记起，习近平就在思考黄炎培当年提出的“历史兴亡周期率”问题。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２６日，在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时，他强调要“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
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①。言必有诺，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历经百

年奋斗后，党又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②。这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

思考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和习近平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答案的相继给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接力，也充分显示了党的领导人的责任担当。

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百年来，党既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

民监督”，又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从而确保了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长盛不衰③。由此可以

看出，自我革命和民主监督如同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体两翼，二者内外协同、内外结合、双轮驱动，

这就是坚持辩证法的体现。做好自我革命是为了让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

不变味，从而使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政府成为可能。而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才能进一步增强自

我革命的自觉性和紧迫性。正是鉴于此，“两个答案”必须统筹来用，一起发力，不可偏颇某一方。而其

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推动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相关制度真正建立以及进一步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

度规范体系，并使之协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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